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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贵州历史民族图志对比研究 

----以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 

“蛮僚”与“百苗图”为例 

马国君  李红香 

【摘  要】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与“百苗图”为贵州重要历史民族图志，两书分别对清.代前后黔省

各民族发展、分布、民俗、劳作诸情形进行了细致描述与刻画，为西南民族史研究重要文献资料。由于成书背景、

纂修人各异，图志内容也互有区别，揭示其间异同，挖掘各民族生计模式与环境的适应，可以为今天贵州省山地高

效农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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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，置省后，黔境内各民族历史、风俗、生计诸内容在历史文献中逐渐有了详细记载。清代时，地方

官员和内地文人在继承明代民族文献基础上，产生了多部贵州历史民族图志。这些民族图志有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、

（乾隆）《皇清职贡图》“贵州诸夷”、 “百苗图”等。可见当时贵州诸民族群体服饰、劳作、生活等情景，基本厘清了清代

前期与中后期黔省各民族内部实情，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，引起了学界关注。目前涉及此内容者主要有《百苗图抄本汇编》、

《黔南苗蛮图说研究》、《“百苗图”源流考略—以〈黔苗图说〉为范本》等①1。为深入探讨这一题域，本文拟以（康熙）《贵

州通志》“ 蛮僚”与“ 百苗图”为例，从两图志产生的历史背景、图志内容诸方面出发，揭示其间的历史联系和差异，以服

务西南民族史学研究。 

一、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与“ 百苗图”成书背景及联系概略 

今贵州各民族实情早在汉代就有了些许文献记载。其后随着中央王朝经营的深入，生息.黔境内的各民族内部情况逐渐为外

界熟知，有的族称沿袭至今。如（明）田汝成著《炎缴纪闻》，郭子章著《黔记》等，涉及黔省民族有东苗、西苗、八番子、

克孟牯羊苗、平伐苗、九名九姓苗、九股苗、紫姜（薑）苗、夭苗、倮罗、仡佬、佯黄、蔡家、土人、蛮人、洞人、僰人、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
 *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基金课题“世界苗学通史”［项目编号：15ZDB113］，贵州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创新人才课题“明

清时期蒙古诸部在西南地区的活动及其影响—以改土归流为核心”［项目编号：JYT2016001］。  

1
 ① 杨庭硕等. 百苗图抄本汇编［M］. 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04；李德龙. 黔南苗蛮图说研究［M］. 北京：中央民族大

学出版社，2008；胡进.“百苗图”源流考略—以《黔苗图说》为范本［J］. 民族研究， 2005，（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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佬、仲家、宋家、蔡家、龙家、冉家蛮、瑶人等等。内容有涉各民族历史、民俗风情、生活劳作等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以上著书

均未刊刻有民族图像。清康熙年间，朝廷要求地方官“ 详著（贵州土司蛮苗）情形，以示控驭之方略”①2，产生了历史民族图

志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 蛮僚”。雍正乾隆年间，朝廷通过改土归流，调整疆域，平定西北大小和卓等，从而国家一统，各

民族联系加强，为弘扬国家统一，各民族团结等治国成效等，在政府和私家文人的努力下，又产生了（ 乾隆）《皇清职贡图》

“ 百苗图”等历史民族图志，对于研究贵州民族发展史有着积极意义。 

据研究，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凡三部，第一部为康熙十二年刻本，系曹申吉修，潘驯、吴中蕃等纂，凡三十三卷，“土

司”卷附蛮僚图志。本志成书后“未及通行，即遭变版，尽毁署中，仅遗抄本，又多残缺舛讹，不足以资考据，垂永久也”②。

原刻今藏北京图书馆。第二部系康熙三十一年修，凡三十六卷，为卫既齐修，薛载德等纂，然该志“ 尚未及付梓，卫氏即遭治

罪”，故为志稿。亦修有贵州“蛮僚”图志［1］P28 -33。第三部是为康熙三十六年增补本，学界称之康熙三十六年刊本，凡三十七

卷，贵州“蛮僚”图志属卷三十。从上可见，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凡三种版本，皆有贵州“蛮僚”图志内容。查阅康熙三十

六刊本卷三十《土司蛮僚》涉及诸夷图凡31 副，后继文.字，绘图人为贵阳府方策③。附图为写意白描，构图简练，从蛮僚图内

容看，其人应该对贵州少数民族做过一定的采访写生，图志人物栩栩如生，灿如列眉，可见当时少数民族服饰、风俗、生活等。

族称有黑倮罗、罗鬼女官、白倮罗、仲家、剪头仡佬、猪屎仡佬、打牙仡佬、花仡佬、红仡佬、木佬、马镫龙家、大头龙家、

狗儿龙家、宋家、蔡家、八番、土人、佯黄、蛮人、冉家蛮、杨保、僰人、洞人、花苗、青苗、东苗、西苗、牯羊苗、白苗、

谷蔺苗、九股苗、短裙苗、紫 苗、九名九姓苗、平伐苗、夭苗、阳洞罗汉苗、生苗、红苗等38个。图意与文字描述大体相符，

每幅图前面根据诸夷活动场景还题写了标题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，如以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三十六年刻本观时代背景，西南经历了南明王朝、吴三桂叛乱等，社会需要稳

定，故清承明制。就贵州而言，当时黔省辖境仅包括黎平府、镇远府、铜仁府、思南府、思州府、石阡府、都匀府、贵阳府、

安顺府以及黔西北“新疆四府”等地，民族图志内容也仅及以上诸府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诸多

内容都是停留稳定西南和驿路沿线军事防御上，故对湖广经黔入滇道（今学界称其为“ 苗疆走廊”［2］）诸民族描写甚多，具体

见表1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① ［康熙］《贵州通志》“凡例”，康熙三十六刻本。 

② ［康熙］《贵州通志》“董安国序”，康熙三十六刻本。  

③ ［康熙］《贵州通志》“姓氏”，康熙三十六刻本。方策，康熙三十一年延聘在贵州修志馆绘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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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所言民族居民主要生息在湖广经黔入滇道东段、中段区，这一区域清初属贵州三大生.界区之一，即黔东北生苗区、黔

东南生苗区以及黔中生苗区等［3］，由于民族文化差异大，一旦地.方政府处理不当，就会诱发文化冲突，导致湖广经黔入滇大道

阻断，影响对西南的经营［4］。（万历）《黔记》卷五十九《诸夷》载，阳洞司苗“背服不常”，九股苗“杨应龙叛，勾结为羽

翼”，洞人 “飘忽杀越，不可踪迹。又四方亡命，倚为逋薮”等。故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称之为“ 为大道之患”，材料中

的“大道”即湖广经黔入滇道。 

此记载引起了后来清朝统治者重视，雍正时镇远知府方显云，“ 黔省故多苗。自黎平府以.西，都匀府以东，镇远府以南，

广西柳州、庆远府以北，皆生苗地。逼近黎平者，曰古州，逼近都匀者，曰八寨，逼近凯里者，曰丹江，逼近镇远者，曰九股，

曰清水江。广袤二三千里，户口十余万，不隶版图，不逢约束”。“九股”，即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所言的“九股

苗”，又称“九股黑苗”。雍正时为开辟黔东南生界，该书又言“生苗不籍有司，且无土司管辖，官民自黔之黔，自黔之楚，

之粤，皆迂道远行，不得取直道由苗地过。内地奸民犯法，捕之急，则窜入苗地，无敢过.而问者，苗又时出界外，肆剽掠，内

地商旅尤以为苦”，“此黔省之大害也”①3。而对于生息在该驿路的中段“仲家苗”情形，云贵总督鄂尔泰言，“ 窃照贵州安

顺、镇宁、永宁、永丰、定番、广顺.等府州地方，生苗环处，向居化外。该地方文武各官既无从抚绥，复不能防范，以致横行

无忌，恣意逞凶。统众则劫掠汉民，侍强则残虐同类，视为惯常，无人过问。实数百年于兹矣！”。方显，鄂尔泰所言区域，

即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 苗僚”中所称的“ 生苗、九股苗、阳洞罗汉苗”、“ 仲家”等生息地。 

康熙末年，西北准噶尔蒙古入藏，和硕特蒙古在川西、西藏为乱，为保证西藏、川西及滇北的稳定，就需要维持湖广经黔

入滇道的畅达，朝廷在贵州采取了疆域调整，发动了“ 长寨之役”和开辟黔东南苗疆军事行动，其后为防范民族间文化冲突，

又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措施，故成书雍正朝以后的“百苗图”①4，在继承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 蛮僚”文字叙述基础上，在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① ［清］方显：《平苗纪略》，同治武昌刻本。 

4
 ① “百苗图”为清人陈浩纂《八十二种苗图并说》一系列抄本统称，据统计，目前留下的传抄本不下100 余种。遗憾的是《八

十二种苗图并说》目前已经失传。近年来，以杨庭硕先生为核心的研究团队，历时六年多，通过众多版本的比勘，整理完成的

“百苗图”善本，即李汉林著《百苗图校释》，故作者研究的“百苗图”是以李汉林先生校勘的底本为研究对象，图画也就以

其对应的版本为研究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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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历史背景下又有了新的发展。具体体现在族名使用的一致性和文字叙述的时代性上，具体见表2： 

 

从表2 可见，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所载“蛮僚”，在“百苗图”中大都已经存在，此可以看出其间的关联性。值得一提

的是，有的族群记载所涉内容除有部分修改外，内容亦一样，如夭苗、平伐苗、谷蔺苗、克孟牯羊苗、蛮人、剪发仡佬、马镫

龙家等等。 

就图像言，两图志中的“ 白倮罗”项绘的是“ 阿和”贩茶图，“ 木佬”项绘的是祭龙祛灾图， “阳洞罗汉苗”项绘的

是织锦涤发图，“夭苗”绘的是构楼游方图等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各绘图亦做了局部的调整，如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九股

苗”图绘的是三人奋力张弩，两妇人在背后观的“猎鹿图”。“百苗图”则是将远处的鹿改为一只老虎，前为披甲者持盾执枪，

后为三人张弩，添上一些景物即成一幅“猎虎图”等等，具体见图1、图2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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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注意的是从表2 和图1、图2 中九股苗狩猎图中也可以看出两图志之间的差异，如在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中就包含多

个族名，打牙仡佬内有红仡佬、花仡佬等。紫苗包括了九名九姓苗等。再者，就是同一族名，在认识中也出现了新发展，如“ 夭

苗”项在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 “蛮僚”载，“人死不葬，以藤蔓束缚于树间”。“百苗图”于句后加载“任风化其尸”，

揭示了夭苗执行的是典型的风葬习俗。“九股苗”项在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载，“为大道之患”。“百苗图”去其

句，改为“自雍正十年，剿抚搜缴甲兵建城而安营设汛焉”。“杨保苗”在“百苗图”后加“凡官司差拘，抗传不出，惟听乡

老之约束也”等等。足见这些发展恰为“百苗图”针对康熙朝后，清朝在贵州经营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而言，当视为对（康熙）

《贵州通志》“ 蛮僚”的新发展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从清康熙年间到乾隆时期对贵州的经营，地方政府和内地文人对贵州各少数

民族的认识也更其深入，如两历史民族图志对贵州境内“ 短裙苗”的记载差异甚大。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短裙苗”项载，

短裙苗“在思州葛彰，以花布一副横掩其体”。材料中的思州，即思州府，治今岑巩县县城。“葛彰”，即葛彰葛商长官司领

地，查阅明清典籍，发现此该土司系石阡府.统辖，故“短裙苗”当为石阡府辖葛彰葛商长官司领地内的短裙苗。另“仅花布一

副”，还谈不上裙。可见该民族群体主要是根据其妇女裙装而赋予的他称。“百苗图”“短裙苗”项载，“短裙苗，都匀八寨

有之。男子穿短衣宽裤，妇人短衣无领袖，已近前不护肚，后不遮腰，下身穿裙不穿裤，其裙长只五寸许，极厚而细褶皱，聊

以蔽羞而已，常采紫草为生”［5］P72等。从上可见，（ 康.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所载“短裙苗”在今石阡县境内，而“百

苗图”所载短裙苗位处今丹寨县、.三都水族自治县和雷山县边缘的山区苗族，从事采集紫草等经济活动。再如（ 康熙）《贵

州通志》“蛮僚”对僰人的信仰无涉及，而“百苗图”言，“僰人在普安各营司。男女皆披毡衣，垢不沐浴。性惟佞佛，每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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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于岩洞中，礼拜以申诚敬。凡倮罗、仲家、仡佬等诸苗，言语不相谙者，常以僰人通之。常诵梵咒”［6］P254等。诸如此类差异，

两书表现甚多，为深入其间的差异研究，我们就不得不对比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图志与“百苗图”在所载文字、图

画上的差异了。 

二、“ 百苗图”与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 蛮僚”差异性例举 

如前文言，“百苗图”成书于清代中后期，这一时期由于雍正在贵州进行疆域调整和改土归流等，导致贵州疆域面积大增。

加之清代对此进行了长期治理，社会稳定，在各民族间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。总体言，主要体现在“百苗图”与（康熙）《贵

州通志》两书的有涉贵州诸文字记.载和图像内容上，以下就此为序，展开讨论： 

（一）文字记载差异：（ 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 蛮僚”涉及民族群体凡38个，31 图。而“ 百苗图”凡图志82，较（康

熙）《贵州通志》增加到2 倍多，两民族图志文字记载上的差异也甚为明显，现仅择取部分例举如下，具体见表2： 

5 

从表1、表3 可见，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 蛮僚”主要是侧重于对贵州各民族防范，维持驿路.安全诸事宜上，而“百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① 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卷三十《蛮僚》，康熙三十六刊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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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”多言清朝经营贵州过程中的德化之功。如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中言.红苗为“明时屡烦征讨”。紫姜苗为“嗜杀尤甚”。

土人为“思播流裔”，阳洞罗汉苗是“ 小隙辄.操戈。叛服不常”等等。而“百苗图”或无记载，或夸其为“今性亦淳良”，

“循礼守法”，“遵守古礼”，“力勤可爱”，“子孙亦多有读书入泮者”等等。同时对其经济行为的记载从封闭走向开放亦

多体现，如言阳洞罗汉苗由“淅水沃发”到“香水沃发”。“淅水”，即淘米水，此处是指将淘米水储存起来发酵后，可以做

洗发水使用。“香水沃发”，这一改动至关重要，这是都柳江航运开.通后新起的文化事项，表明由于航道开通，发达地区，乃

至国外的化妆品开始流入阳洞罗汉苗地区［7］P245。言花苗从“无文字，刻木为信”、“所食多以麦稗杂野蔬，间有稻，皆储以待

正供，或享宾。有终身不谷食者”到“其性憨而畏法，其俗陋而力勤。（婚姻）亦用媒妁”等等。“婚姻亦用媒妁”，这一新

变化，其实质在于夸耀清廷教化之功，使花苗的婚俗发生了改变，开始用内地汉人的方式通过媒妁订婚。对此差异，此不一一

赘述。 

此外，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成书于清代早期，当时贵州省实际辖境主要是在驿路沿线区域，故涉及的族群名有限，认识

也不够深入。故缺高坡苗、尖顶苗、八寨黑苗、黑生苗、黑山苗、楼居.黑苗、西溪苗、爷头苗、洞崽苗、黑脚苗、六额子、白

额子、鸦雀苗、葫芦苗、侗家苗、郎慈苗、黑仲家、清江仲家、六洞夷人等等。以上诸苗有的是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后，新

认识的民族群体，有的是在原有民族区域中，发现有新的民族，而且习俗有异于他族，新补的民族群体，如郎慈苗、六额子等，

在此特别提醒读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通过两历史民族图志的比较，可以进一步发现，内地文人对贵州各民族生计模式与环境的

适应亦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，如清江苗的林粮间种，克孟牯羊苗喀斯特山地“免耕”农业，白额子农牧混合模式，谷蔺苗因要

提取葛麻纺织出精.美的“谷蔺布”，该苗族群体还驯化出了规模野生葛藤，因葛藤匍匐生长，覆盖地表长势快，对于防范石漠

化面积的扩大［8］曾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因此我们在阅读历史典籍时，要发掘其间各民族的历史本土知识，对今天贵州山地高效农

业发展有着重要历史借鉴价值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雍正朝对黔东南苗疆的开辟，贵州原有的“ 生界”地，在“百苗图”中已.经不是不隶版籍“生界”

了，故多不再提了。但考虑开辟苗疆后，鉴于其内部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，内地文人在汉文典籍中仍将其视为“生苗”。如

“百苗图”言，生息在台拱、凯里、黄平、施秉等处苗民，因“多野性，所食皆生物，即鱼肉亦以微熟食为鲜。故名生苗也”［9］

P86 -87。从记载可见，此时的“生苗”已非雍正朝开辟黔东南苗疆前中央王朝难以管控的区域居民了，而是指在饮食习惯上喜欢生

食的一个山地民族群体，故在此提醒读者注意。 

特别需要注意的的是由于文字表述上的差异，在附图命名上亦表现的甚为明显，具体见表4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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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表4 可见，两历史民族图志由于编修时代差异大，纂修者不同，故图画所展现的内容差异也甚明显，如“杨保”两书图

画所反映的是抗役图与乡老教化图，从内容来看，前者反映的是.明对播州改土归流后社会的无序状态，体现为杨保苗抗役，怒

对官府公差，拒不到官府听审的姿态。后图体现的是清朝经营贵州进程中，充分地利用民间乡贤，进行教化，使杨保苗够尊崇

乡老劝导，接受官府的传票，到庭受审情景等等。又如“谷蔺苗”两书图画反映的是“探亲图”与 “上门贩布图”，前图是对

谷蔺苗风俗的刻画。后图主要是以谷蔺苗“今亦男耕女织，女工纺织。其布精细，入市，人争购之。俗云，‘欲作汗衫裤，蓄

得谷蔺布’”句立意着画，这一记载和图画值.得关注处有三：其一是明确提及了男耕女织，这足以佐证谷蔺苗到了清代中后期，

固定农耕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，传统的狩猎生计和游耕方式则相对削弱。因而随身携带猎具的习尚已经淡化。其二是民谚中

则明确提及“欲作汗衫裤，蓄得谷蔺布”，这一表述也至关重要，它表明所谓的“谷蔺布”其中必然部分采用了非常柔软的野

生纤维织布，因而质地才能柔软适合制作内衣。这样的纤维包括木棉纤维、芭蕉纤维等。其三是谷蔺苗地区已经高度市场化了，

有了专名的商品名“谷蔺布”。从“人争购之”，可见市场价格不低，足以佐证他们的生活状况则相对富裕。对外界的了解，

也非常丰富等等。诸如以上此类差异，笔者不一一展开讨论，敬请读者举一反三，仔细品味两历史民族图志的差异和关联性。 

三、余论 

总之，产生于清代前期的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“蛮僚”与中后期的“百苗图”，由于编修的历史背景、编纂者各异诸多

原因，其间的联系和差异也甚为明显，因此将其置于西南，乃至全国的历史大背景下，考察两图志的内容，可以加深我们对历

史典籍的理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以上两个图志还充分展示了贵州各族居民的生计模式、环境特点以及民间社会的治理模式诸多

内容。这样的内容，对于我们今天探讨贵州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兼容、民族间的和谐发展诸方面有着积极意义。因此加强贵

州各历史民族图志研究，揭示其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以下三点还得引起注意： 

（一）加强贵州历史典籍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。所谓贵州历史典籍，就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，所有贵州历史资

料的总称。历史典籍反映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，对其内容.进行系统分类、整理，挖掘其精华，可以为今天发展贵州经济

服务。 

（二）对典籍内容要进行跨学科研究。查阅贵州历史典籍所涉内容甚广，涉及农业、经济、科技诸多内容，加强其研究，

可以为贵州经济发展提供来自历史层面的借鉴。如“百苗图”载黔东南黑仲家的林业生计模式内容，涉及有在种植杉树的幼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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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要“ 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，以松.土性”。要在“十五六年”青壮年母杉树上取种。播种前要火焚种地。对“壮而拳曲”的

有病杉.苗，要“即付剪刈”①6等等，就此记载言，涉及了植物学、土壤学、气候学诸学科知识，如果没有多学科的参与，就难

以破解文献记载中的哑谜。 

（三）加强田野调研，深化对历史典籍记载内容的认识。历史文化属年鉴学派研究的长时段内容，对今天的历史发展依然

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然文献记载由于历史原因，对今天的读者言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理解难题，故要加强对典籍内容的理解，就需

要加强田野调查，从田野中获得新认识，以真正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作用。如（康熙）《贵州通志》与“百苗图”等图志，

皆记载生息在今麻山片区的“ 克孟牯羊苗”“ 免耕”生计模式，书言“ 耕不挽犁，以钱’发土，耰而不耘”。材料中我“ 耰”，

即指播种后，用耰覆土盖种。“耘”，意为庄家除草。“ 钱’”，此处是指用来翻土的农具。据今天的田野调查表明，此类工

具，也叫翻锹。“ 耕不挽犁，以钱’发土，耰而不耘”，此处是说克孟牯羊苗生息地为喀斯特山区，这样的地带土层薄，地下

暗河甚多，加之雨水多。一旦开垦不当，就会导致水土流失。故他们不用牛挽犁耕地，而是用钱’一类的农具翻松土地，点播

下种。同时在下种的种子出土后，也不用拔草，执行是粗放型的免耕模式。据学界研究这一耕作模式适应喀斯特生态环境，不

拔草则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地表植被的稳定，防止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升温，进而防范了石漠化面积的扩大。给我们留下了历史上

生息在喀斯特山区的苗族乡民治理喀斯特石漠化灾变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，需要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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